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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嵌入能够帮助企业加强协作和管理创新机制，如何发挥网络嵌入的积极作用成为企业提高合作创新绩效过程的迫切需要。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构建网络嵌入、联盟信任和合作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着重研究网络嵌入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作用，并对联盟信任在网络嵌入和合作创新绩效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伙伴互动特征（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以207家我国新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情境下，企业嵌入于社会网络中能够促进企业成长和提高合作创新绩效，联盟信任在网络嵌入和合作创新绩效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伙伴互动特征中的沟通交流在网络嵌入和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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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embeddedness can help enterprises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mechanisms, and how to play the active role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s theory, this research builds a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network embeddedness, alliance trust,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lso analyze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alliance trust i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tner interaction characteristic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207 Chinese start-up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nds that: in Chinese context, enterprises embedded in social networks can promote enterprise growth as well as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them alliance trust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ommunication in partner interaction characteristics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a new management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enterprise network embeddednes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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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开放式创新时代，企业日益重视与不同组织和企业合作来有效地整合内外部资源[1]。如今，多变的创业环境不仅需要企业具备知识、技能等资源，同时也需要企业作为发展主体嵌入到与其他企业建立的关系网络中[2]，尤其对于具有合作关系的新创企业来说，更依赖于其在网络架构中的关系和结构协助以实现目标。从目前的文献来看，企业在网络中的嵌入性主导着其经济特征和创新绩效[3]，但网络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的中间路径还缺乏深入的研究。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国内外学者对新创企业经由自身软实力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问题缺乏重视，过去探讨合作创新绩效的研究对象多数是成熟企业，而关注新创企业在社会网络中通过联盟信任进而影响合作绩效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二是社会网络能够为企业提供资源获取的渠道，而不同企业的发展根基和资产规模具有差异性，因此网络嵌入在边界条件的作用下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别，但是以往研究忽略了这一点。因此，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是未来很有前景的研究主题之一。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网络嵌入被认为是衡量和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最好方式。企业位于网络中的情感关联、和谐程度等关系特征，决定着企业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和资源共享的伙伴数量；企业位于网络中的角色、规模等结构特征，决定着企业资源获取的质量和数量，也决定着企业合作创新绩效水平[4-5]。企业的网络嵌入程度高，将加快联盟信任的发展和密切关系的建立[6]。同时有学者研究表明，企业间的信任是合作质量的核心维度，是影响绩效的重要因素[7]。总体来看，网络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需要从不同角度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索。Osman等[8]的研究表明企业合作绩效受到网络嵌入模式和路径的影响，关系网络的多样性有助于巩固资本和提高合作创新绩效。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联盟信任作为连接企业网络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研究的“纽带”，构建了网络嵌入-联盟信任-合作创新绩效理论模型，以我国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
因此，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本文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将快速嵌入社会网络中视为新创企业的发展突破口，因为社会网络行为的本质是网络的嵌入，因此本文提出从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视角刻画网络嵌入对于新创企业联盟信任变化的影响；二是与已有对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将从联盟信任视角解释网络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微观机制，将伙伴互动特征作为调节变量引入了网络嵌入研究中，丰富了网络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的研究；三是本文研究发现在不同程度的特定条件（沟通交流）下出现了网络嵌入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和变化速率也相应改变的现象，由此揭示了作用机制中的边界条件，这将会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的发展模式和可持续性。本文的研究以期在弥补现有文献不足的同时增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应用性。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假设

2.1.1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及其关系并联的集合，是指社会成员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社会网络是一个社会学概念[9]，于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社会网络的两个属性能够体现其在企业创新阶段的重要性[10]，关系属性是指企业间的亲密感和交易紧密度，结构属性是指企业影响其行动优势和获取资源能力的网络位置，因此，借助社会网络提供的外部资源和渠道几乎是每个新创企业完成自己创新活动的捷径。有些文献指出新创企业将社会网络视为企业获取各种资源的“获取网”，以此弥补企业发展前期的劣势而促进企业成长[11-12]。

社会网络是新创企业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具有网络形态的联系与合作，帮助企业在社会网络中搜寻有效资源以弥补自身的局限性。网络嵌入能够表征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地位及其与其他企业的相互关系，形成一定交易连环，这些属性决定了企业在网络中所能聚集和配置的资源数量，进而影响了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行为与绩效[13]。组织间和组织内多样化社会网络的异构资源具有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可能性，企业通过社会网络的搭建，依托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获取资源，对于降低运营成本、加快资源获取的可能性发挥着关键作用。
2.1.2  网络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

“网络嵌入”的概念最初是由Polanyi[14]提出的，表示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通过贸易和互动而逐渐形成的日常化关联。基于大量文献和企业案例，学术界较为一致地将网络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5，15-16]。其中，关系嵌入是指企业在与其他企业合作过程中建立起强/弱关联的关系[5]，强调了企业之间的承诺、共赢等具有情感的关系特征；结构嵌入是指企业地位受到其所嵌入的网络结构整体影响的结果，关注行动者的网络位置、规模、密度等[17]。因此，发展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互联互通是企业合作创新的基础，稳定的合作关系依赖于社会网络的搭建[18]，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将有助于增加企业识别机会和维持社会网络的高效运行[19]。

由于企业自身条件和实力的局限性，使得合作创新成为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形式[20]，要想衡量社会网络的运行效果，就必须考虑合作创新绩效的衡量因素，即合作网络的稳定性、合作关系的满意程度以及主体创新能力[21]。其中，合作网络的稳定性能保证企业互动的可持续性；合作关系的满意程度是衡量企业对于成果转化、目标完成的重要主观指标；主体创新能力衡量合作创新绩效是否达成目标。企业间保持友好关系并占据相对优势的网络位置，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激烈的竞争环境，提高企业合作创新绩效。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企业通过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是扩大合作范围和深化合作强度极为有效的方式。企业获取网络中异质的资源并建立良好的组织间关系[22]，通过与合作伙伴的有效互动来实现对内外部资源的融合、开发和转化[23]：关系嵌入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活动效率就越高[3,18]；结构嵌入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在网络中占据的优势地位越显著，稀缺性资源的获取越便捷，能够极大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因此，本文认为网络嵌入的发展是促使企业追求高绩效的关键机制，网络嵌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对提高企业合作创新绩效起着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 ：关系嵌入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 ：结构嵌入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1.3  联盟信任的中介作用
联盟信任是指企业相信联盟中某一组织的商誉和可靠性的存在，是双方互动形成的心理预期[24]。多数学者将信任分为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25-27]，如Huang 等[28]认为初始阶段的信任具有认知的特征，持续交互阶段的信任则侧重情感。情感信任是建立在情感密切的信任双方基础上，彼此关注和保护对方的利益；认知信任是建立在对对方的资源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相信对方能够胜任所有任务。社会网络理论也强调信任和声誉对企业协同的重要影响[29]。网络嵌入通过将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和所在位置融入到组织架构中，为企业彼此产生情感联系带来更便捷的获取路径，提高了联盟信任的进度和深度[30-31]。
企业长远的生存需要追求可持续的高绩效，从而满足目前的需求和对未来环境变迁的适应性，而联盟信任是企业协同过程的“催化剂”：内外部资源的互通促进企业新思想的共享，通过对共享思想的应用能够协助企业应对市场的重大变化，实现产品的转型与新产品的研发，从而促进企业产生效益。较高的信任水平会降低企业之间的监督投入和信息不对称、简化企业合作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加强彼此合作的意愿，实现资源共享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32-35]。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促进技术、知识的分享与转移，从而提升企业在动态竞争环境中技术创新水平。

较高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程度能够为企业合作提供坚实的信任基础，更能够说服合作伙伴进行资源投入[36]。企业间的信任和承诺是战略联盟存在的基石[26]，企业在社会网络系统中的组织认可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取更有利于形成独特技术的知识，促进隐性知识的成果转化[37]。信任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合作模式、经验和相互关系[38-39]，联盟信任作为中间桥梁是促进联盟实现预期目标的“加速器”，进而推动企业实现合作创新绩效。由此可见，企业间认知和情感信任不仅是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石，也是联盟各方获取良好合作绩效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文认为联盟信任在网络嵌入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认知信任在关系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2b：认知信任在结构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2c：情感信任在关系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2d：情感信任在结构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1.4 伙伴互动特征的调节作用 

伙伴互动特征是影响企业协同进程的重要因素[40]，企业合作各方需要在联盟内部通过各层级之间持续互动来维持和发展合作关系[38]。伙伴互动可能具有正向影响高度嵌入的特征[41-42]。企业互动是合作的信号和前提[43]，同时奠定了联盟伙伴间技术转移的基础，较强的互动交流将促进企业间的信息共享与互惠共赢，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竞争地位和合作创新水平。

（1）沟通交流。沟通交流是基于一定的活动背景，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传递特定的资源、信号等信息。其首要功能是将传递者的知识、经验和意见等资源告知接收者，对方优化知识库和信息资源，解决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沟通交流可以传递感情元素, 通过表达自身的困境和推测的趋势等，以求得对方的响应、共鸣和协助，提高合作伙伴关系的紧密性[44]。

在网络嵌入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过程中，有效的沟通交流可以使企业及时掌握合作动态和发展进程，使企业通过反馈调整相应的创新路径；而且，积极的沟通交流能够增强合作伙伴的信任感和满足感，加固了合作伙伴友好关系和原有地位。有研究表明，企业的沟通交流对其在市场中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45]。企业通过提高管理能力与沟通能力，缩减知识存量的差距，调动合作伙伴的创新积极性，提高企业合作的信心和热情[46]；挖掘合作伙伴的潜能为彼此创造更多的价值，降低获得创新所需资源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和合作创新绩效的提高。因此，沟通交流可以减少合作企业间的冲突和矛盾，增强合作企业之间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完善企业间解决问题的协同机制，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绩效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沟通交流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当沟通交流水平越高时，关系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越强； 

H3b：沟通交流正向调节结构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当沟通交流水平越高时，结构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越强。
（2）信息共享。信息共享是指企业间通过互动将有形或无形的技术、知识、资源等信息与合作伙伴共享并利用其创造价值。企业要想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应提高企业各节点的信息共享水平以及信息的实时性与准确性。信息共享对企业的声誉、可依赖度、承诺、忠诚要求较高，进行信息共享是企业认可合作伙伴的潜在共识[47]。

基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背景，信息不应该简单地被视为企业发展的内在支撑，还应被视作能够实现亲密合作的协同战略，以期通过加强信息共享的能力、程度和范围，促成企业的资源融合和创新[48]。企业通过对信息进行识别、使用和吸收，将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进行开发、转化，新的知识和思维的获取不仅提高企业选择与决策能力，促进更高层次的创新；还扩大了信息的使用范围和权利，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实现价值共创。因此，信息共享能够有效地增加企业合作的几率，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中有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c：信息共享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当信息共享水平越高时，关系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越强；
H3d：信息共享正向调节结构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当信息共享水平越高时，结构嵌入与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越强。
综合以上假设分析，本文整理出如图 1 所示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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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研究理论模型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收集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调查的样本企业必须属于在国内成立时间为8年以内的新创企业，数据采集时间为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配对企业有3个来源：（1）利用MBA学员和在职研究生亲友、同学之间以滚雪球方式征集的志愿者；（2）利用课题调研及企业咨询机会直接发放调查问卷；（3）委托某市场调查公司调研的样本。调查的样本客户必须是参与企业运营管理的人员。共发放问卷380份，回收有效问卷207份。样本企业（本研究回收的有效问卷有207份，以下简称“样本企业”）的分布结果见表1所示。
表1  样本企业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类别
	占比

	企业类型
	农、林、牧、渔业
	4.8%

	
	制造业
	28.5%

	
	批发和零售业
	10.6%

	
	住宿和餐饮业
	11.1%

	
	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3.8%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8.7%

	
	其他
	2.5%

	企业规模/人
	<100 
	6.7%

	
	101～200 
	51.7%

	
	201～500
	26.1%

	
	>500 
	15.5%

	企业年龄/年
	<1 
	1.4%

	
	1～3 
	15.9%

	
	4～8
	46.5%

	
	>8 
	36.2%


3.2  构念测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皆为国际上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成熟量表，经过3位企业战略领域的博士、教授以及 1位英语专业的教授对量表进行重复多轮翻译、回译，并根据中文表述习惯进行措辞方面的修饰，使其符合中文表述习惯，从而有效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问卷采用Likert 7级量表进行编制，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1）自变量：网络嵌入。对于自变量网络嵌入的测量，主要考虑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结构变量[10]。其中，关系嵌入变量参考了Peng 等[49]、Gilsing 等[50]的研究成果，包括5个测量问题，其克朗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值为0.800；结构嵌入变量参考了Peng 等[49]、Gilsing 等[50]的量表，包括4个测量问题，其Cronbach’s α为0.765。

（2）中介变量：联盟信任。对于中介变量联盟信任的测量，主要考虑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两个结构变量[25]。其中，情感信任变量参考了McAllister 等[25]、Chua 等[51]的研究量表，包括5个问题，其Cronbach’s α为0.748；认知信任变量参考了McAllister 等[25]和Krishnan 等[52]的研究量表，包括3个测量问题，其Cronbach’s α为0.707。
（3）调节变量：伙伴互动特征。对于调节变量伙伴互动特征的测量，主要考虑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这两个结构变量[53]。沟通交流变量参考了Mohr等[53]的研究量表，包括3个问题，其Cronbach’s α为0.761；信息共享变量参考了Kale 等[54]的研究量表，包括3个测量问题，其Cronbach’s α为0.721。
（4）因变量：合作创新绩效。对合作创新绩效变量测量的量表采用马蓝等[21]、党兴华等[27]和Fugate等[55]研究量表的9个测量题项，其Cronbach’s α为0.849。
（5）控制变量。本研究中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类型、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以及个人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其中，企业类型是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有关分类为标准；企业规模是用企业员工数量来测量；企业年龄是用企业成立年限来衡量。控制变量采用虚拟变量来测量。
3.3 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Amos20.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联盟信任（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首先运用Baron-Kenny层次回归检验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和中介类型；其次，采用Preacher等[56]提出的Bootstrap技术检验联盟信任的中介效应大小。MacKinnon等[57]研究发现，不对称置信区间法放弃了中介效应的抽样分布为正态分布的前提，对中介效应的抽样分布不加以限制，其中偏差矫正的百分位法提供了最准确的置信区间估计，减少了统计误差的概率，具有更高的统计功效。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验证性因素分析

首先利用Amos20.0对7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情感信任、认知信任、沟通交流、信息共享和合作创新绩效的区分效度。表2结果显示：模型7相较模型1至模型的6拟合效果更好，各项指标均达到模型拟合标准，这表明本研究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  样本企业各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2/df
	RMSEA
	GFI
	CFI
	RMR

	 模型1（7因子）：RE,SE,ET,CT,CM,IS,CIP        
	1.706
	0.059
	0.818
	0.904
	0.072

	模型2（6因子）:RE,SE,ET+CT,CM,IS,CIP
	1.775
	0.061
	0.807
	0.893
	0.073

	模型3（5因子）:RE+SE,ET+CT,CM,IS,CIP
	1.762
	0.061
	0.806
	0.894
	0.074

	模型4（4因子）:RE+SE+ET+CT,CM,IS,CIP
	1.776
	0.061
	0.804
	0.891
	0.074

	模型5（3因子）:RE+SE+ET+CT +IS,CM,CIP
	1.810
	0.063
	0.801
	0.885
	0.075

	模型6（2因子）:RE+SE+ET+CT+CM+IS,CIP
	1.813
	0.063
	0.798
	0.884
	0.076

	模型7（1因子）:RE+SE+ET+CT+CM+IS+CIP
	1.838
	0.064
	0.795
	0.880
	0.076


注：1) RE为关系嵌入，SE为结构嵌入，ET为情感信任，CT为认知信任，CM为沟通交流，IS为信息共享，CIP为合作创新绩效；2）+表示因子合并。下同 。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给出了样本企业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显著正相关，情感信任、认知信任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显著正相关，关系嵌入与情感信任、认知信任的关系显著正相关，结构嵌入与情感信任、认知信任的关系显著正相关。【表格已清楚表现出来的结果不必简单重复赘述。后同】这为后续检验本研究的假设奠定了基础。

表3  样本企业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关系嵌入
	5.388
	0.890
	1
	
	
	
	
	
	

	2结构嵌入
	5.272
	0.892
	0.783**
	1
	
	
	
	
	

	3情感信任
	5.383
	0.840
	0.764**
	0.756**
	1
	
	
	
	

	4认知信任
	5.525
	0.909
	0.703**
	0.656**
	0.630**
	1
	
	
	

	5沟通交流
	5.422
	0.983
	0.716**
	0.663**
	0.655**
	0.761**
	1
	
	

	6信息共享
	5.179
	1.024
	0.653**
	0.646**
	0.720**
	0.560**
	0.587**
	1
	

	7合作创新绩效
	5.551
	0.758
	0.758**
	0.678**
	0.765**
	0.714**
	0.708**
	0.661**
	1


注：**为P<0.01 。
4.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并为降低其影响，本研究再对我国不同地区的高技术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在问卷中采取隐匿变量名称等控制措施。此外，本研究采用两种统计方法来诊断常见的共同方法变异（CMV）：首先，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结果显示主成分因子分析析出6个因子，解释了总变量的70.957%，其中因子1解释了41.370%，没有任何单一因子解释绝大部分变量，这表明CMV 可能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其次，采用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结果显示八因子模型的拟合结果为(2/df =1.790、RMSEA=0.058、GFI=0.823、CFI=0.905、NFI=0.799，包含方法偏差的八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优于七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表明本研究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CMV[58]。

4.4  研究假设检验
4.4.1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图1的假设模型，本研究借助结构方程的方法，运用 Amos20.0分析软件比较假设模型、嵌套模型和替代模型（如表4），以此寻找最优模型。其中，嵌套模型删除了假设模型中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到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路径；替代模型中不存在中介效应，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情感信任、认知信任均直接对合作创新绩效产生影响。首先，比较假设模型和嵌套模型。从拟合指标来看，假设模型和嵌套模型的拟合度均较优：本文借鉴Anderson等[59]的研究方法对比假设模型和嵌套模型的卡方变化是否显著，分析结果表明，卡方值变化显著（((2=80.024，P <0.001），假设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优于嵌套模型。其次，比较假设模型和替代模型。从拟合指标来看，替代模型的拟合指标较差，未达到适配标准。综上分析，假设模型更能反映数据之间的路径关系。
表4  不同模型下样本企业各变量的拟合指数
	模型
	(2
	df
	(2/df
	RMSEA
	IFI
	TLI
	CFI

	理论模型
	651.917
	283
	2.304
	0.080
	0.849
	0.823
	0.846

	嵌套模型
	731.941
	285
	2.568
	0.087
	0.817
	0.788
	0.814

	替代模型
	1116.827
	287
	3.891
	0.118
	0.660
	0.608
	0.654


借助 SPSS22.0分析软件，通过层次回归法对模型的主效应、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见表5），结果显示固定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对合作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模型 2能够额外解释高达 45.9％的合作创新绩效（(R2=0.459）。因此，假设H1a、H1b得到验证。
借鉴Baron等[60]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3步骤进行：第一步，做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模型2显示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对合作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第二步进行中介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首先进行情感信任对关系嵌入、结构嵌入的回归分析，模型6显示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对合作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其次进行认知信任对关系嵌入、结构嵌入的回归分析，模型8显示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对合作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第三步，做因变量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3显示情感信任对合作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此时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对合作创新绩效仍存在显著影响；模型4显示认知信任对合作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此时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对合作创新绩效仍存在显著影响；模型3和模型4相较于模型2来说，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对合作创新绩效影响有所下降。综合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6可知，情感信任在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合作创新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综合模型1、模型2、模型4、模型8可知，认知信任在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合作创新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由此，假设H2a、H2b、H2c、H2d得到验证。
表5  样本企业各变量的层次回归结果
	变量
	合作创新绩效
	情感信任
	认知信任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控制变量
	
	
	
	
	
	
	
	

	性别
	−0.013
	−0.028
	−0.024
	−0.026
	0.017
	−0.008
	0.012
	−0.005

	年龄
	−0.016
	0.022
	0.003
	0.051
	−0.001
	0.046
	−0.121
	−0.083

	学历
	0.012
	−0.025
	−0.036
	−0.045
	0.058
	0.026
	0.089
	0.058

	企业类型
	−0.005
	−0.013
	−0.005
	−0.025
	−0.023
	−0.019
	0.038
	0.036

	企业规模
	0.066
	0.004
	−0.012
	−0.004
	0.108
	0.039
	0.082
	0.024


	企业年龄
	0.351***
	0.045
	0.052
	0.012
	0.303***
	−0.016
	0.375***
	0.096

	自变量
	
	
	
	
	
	
	
	

	关系嵌入
	
	0.567***
	0.379***
	0.410***
	
	0.438***
	
	0.454***

	结构嵌入
	
	0.215**
	0.040*
	0.121*
	
	0.408***
	
	0.271**

	中介变量
	
	
	
	
	
	
	
	

	情感信任
	
	
	0.429***
	
	
	
	
	

	认知信任
	
	
	
	0.346***
	
	
	
	

	R2
	0.140***
	0.599***
	0.663***
	0.654***
	0.124***
	0.638***
	0.150***
	0.539***

	(R2
	0.140***
	0.459***
	0.064***
	0.055***
	0.124***
	0.514***
	0.150***
	0.389***

	F值
	5.411***
	36.912***
	43.035***
	41.338***
	4.726***
	46.308***
	5.892***
	28.923***


注：1)***、**、*分别为P<0.001、P<0.01、P<0.05；2）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是采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得出的两两变量间的系数值，指所有数据。下同。
4.4.2  调节效应检验
借助 SPSS22.0运用层次回归法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6显示沟通交流对关系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信息共享对关系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3a得到验证、H3c未得到验证；模型7结果显示沟通交流对结构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信息共享对结构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3b得到验证、H3d未得到验证。

表6  样本企业各变量调节效应的层次回归结果

	变量
	合作创新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性别
	−0.013
	−0.016
	−0.050
	−0.033
	−0.050
	−0.034
	−0.056

	年龄
	−0.016
	0.014
	0.028
	0.016
	0.020
	−0.002
	−0.006

	学历
	0.012
	−0.032
	0.004
	−0.023
	−0.007
	−0.039
	−0.029

	企业类型
	−0.005
	−0.026
	0.020
	−0.037
	-0.021
	−0.012
	0.012

	企业规模
	0.066
	0.011
	0.010
	0.008
	0.010
	0.001
	0.006

	企业年龄
	  0.351***
	0.051
	 0.135*
	0.047
	0.088
	0.065
	0.100*

	关系嵌入
	
	  0.734***
	
	  0.379***
	
	  0.407***
	

	结构嵌入
	
	
	  0.631***
	
	  0.220**
	
	  0.235***

	沟通交流
	
	
	
	  0.284***
	   0.372***
	  0.345***
	  0.458***

	信息共享
	
	
	
	  0.233***
	   0.275***
	  0.239***
	  0.265***

	关系嵌入(沟通交流
	
	
	
	
	
	 0.170*
	

	结构嵌入(沟通交流
	
	
	
	
	
	
	  0.250**

	关系嵌入(信息共享
	
	
	
	
	
	−0.017
	

	结构嵌入(信息共享
	
	
	
	
	
	
	−0.091

	R2
	0.140
	0.581***
	0.484***
	0.667***
	0.635***
	0.682***
	0.659***

	(R2
	
	0.441***
	0.344***
	0.086***
	0.151***
	0.015***
	0.024***

	F值
	5.411***
	39.470***
	26.702***
	43.883***
	38.041***
	38.057***
	34.233***


为了进一步检验沟通交流在关系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绘制调节效应图进行分析：由图 2可知，在高沟通交流水平下，关系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即相较于低沟通交流水平的企业，高沟通交流水平的企业在紧密的关系嵌入情况下更能够提高企业的合作创新绩效；由图 3可知，高沟通交流水平下，结构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即相较于低沟通交流水平的企业，高沟通交流水平的企业在稳固的结构嵌入基础上更能够提高企业的合作创新绩效。 
图3改正：各分图横坐标标目后分别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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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关系嵌入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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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结构嵌入的调节作用
图2  样本企业网络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中沟通交流的调节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以我国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网络嵌入、联盟信任与合作创新绩效三者的关系，揭示了网络嵌入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网络嵌入和合作创新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联盟信任在网络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沟通交流正向调节网络嵌入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信息共享在网络嵌入和合作创新绩效之间不存在调节效应
5.2  理论贡献【研究背景中已有具体交代，不必赘述】
本文从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内在影响机制出发，所得研究结论的主要理论贡献如下。首先，网络嵌入是一种结构化合作过程，促进行业内部开始进行合作化创新流程，以更有效和更高效地方式营造和管理企业创新活动，有助于提升企业合作创新绩效，实现创新的可持续性。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加强调企业在社会网络的高度嵌入性的重要性；其次，实践网络嵌入的企业通过联盟信任更能促进合作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间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质量因网络嵌入程度的增加得以改善。建立有效的联盟信任机制，更有可能激发企业的合作欲望和创新能力。此外，本文明晰了网络嵌入影响路径中的边界条件。在开放式的市场环境下，参与社会网络的企业不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资金，而且还通过与合作伙伴沟通交流，获取和利用新的知识，以此提高企业的知识创新水平，促进新创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
5.2  管理启示

第一，重视联盟信任的作用。企业应视网络嵌入为实现企业间合作创新成功的一种手段，将联盟信任植根于企业的合作发展中，增强联盟信任对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第二，把握网络嵌入、联盟信任和合作创新绩效的内在联系，促进企业重视运用网络嵌入、积极利用联盟信任构筑创新竞争力和提升合作创新力度。因此，企业需要有原则和有秩序地管理企业品牌名誉，吸引协同伙伴的注意力和优势资源，平衡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加强与合作伙伴的沟通交流，通过与其他企业的横向合作共享发展经验和信息，进而实现创新的可持续性。第三，企业嵌入于网络社会中的中心度越高，其异质性和资源越丰富，越易与合作伙伴建立协同信任关系[12]。本文探索出企业通过与外部各种组织网络的结构型嵌入和关系型嵌入来有效提高联盟信任中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从而得到提高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的发展路径，同时也为企业嵌入行为、获取异质性资源、增强合作伙伴信任、提升合作创新绩效提供参考借鉴。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因受条件限制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同时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1）除了本研究选取控制的企业类型、规模、年龄外，还有许多企业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网络嵌入，环境不确定性可能在网络嵌入和企业合作创新绩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未来的研究也可以通过考虑环境不确定性来扩大研究模式；（2）本研究收集的是横截面数据，横截面性质使我们能够在一个特定时间点而不是一段时间内分析企业的行为，不能对模型中的潜在动态关系进行强有力的验证，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的纵向评估，减少构念间存在的差异；（3）本文没有分析网络嵌入多个维度的内部机制作用，今后可尝试深入开展多维度分析，将网络惯例加入进网络嵌入中，以更好地体现变量的多维度内涵，获得更多有意义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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